　　文化“走出去”有待策略创新

　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，我们更需要不断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，进一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。近日，就如何打造与我国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对外话语体系、创新文化传播策略与路径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问题，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。

　　文化“走出去”成就显著

　　近年来，中国声音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，中国国家形象和国际传播能力也在不断提升。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副教授车淑娅表示，“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’理念被正式写入联合国决议，表明这一理念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，标志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‘走出去’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”。

　　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教授林克勤认为，近年来中华文化“走出去”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。一是受益于经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向驱动，中华文化的文本认知力得到提升，中国故事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日益关注；二是国家形象的重塑与改善使得中国话语的解释力进一步加强，中国表达赢得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理解与认同；三是国家综合实力和软实力的增强促使中华文化日渐深入人心，传播效果与浸染力度明显提高。

　　因地制宜制定策略

　　中华文化“走出去”虽然成就显著，但也遇到了一些现实问题，迫切需要策略创新。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陈奕平认为，中华文化海外交流与传播活动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，但部分活动存在同类型文化项目竞争、同期展演过于频繁的现象，造成文化资源不必要的浪费与重复；文化“走出去”的主办机构之间的协调性有待加强。目前，文化“走出去”的对象主要是海外华侨华人，对海外主流人群的影响也有待提升。而且，文化“走出去”存在重场面、轻内涵的问题。从当前文化交流与传播手段来看，文艺表演所占比重过大，尚须进一步补充与开发新项目。此外，部分文化“走出去”项目设计不够完善。由于各国在文化、宗教、习俗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，加上部分国家舆论环境复杂，在今后开展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时，更应该注重因地制宜，制定合适的活动。同时，应进一步优化我国文化产业结构，以更好地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。

　　在陈奕平看来，文化“走出去”的根本目标是民心相通。他建议，在策略制定上，应重视文化交流、理解和认同；构建从中央到地方的多层次、多部门协调发展的高效传播体系；发挥市场力量，打造文化产品交流平台；借助海外华侨华人力量，发挥华人社团、华文学校和华文媒体的作用，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。

　　林克勤对此表达了相似的看法。他认为，应当注重海外话语力量的协调统摄与增量培养，包括定居国外的华人、对中国友好的非政府组织、外国学者、普通民众等。应当把国家修辞能力体系的打造与强化提上议事日程，提升国家解释力和话语权。

　　注重跨学科、多层次创新

　　对于如何推动中华文化“走出去”研究，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韦路认为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。首先，建构中华文化全球传播效果研究的理论模型，将文化层次、传播渠道、社会要素和效果维度进行交叉整合，更加完整地考虑影响中华文化传播效果的各种因素及其互动关系，形成更加系统科学的中华文化“走出去”效果评估指标体系。其次，创建中华文化“走出去”效果评估数据库和案例库，并向政府、企业、社会组织和研究机构公开，使其成为一个动态性、开放式、可检索的数据库系统，为中华文化“走出去”的具体实践提供权威数据、分析工具和应用案例。最后，通过对数据的量化分析和案例的质化研究，发现中华文化全球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，揭示核心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，在此基础上，针对不同文化层面和社会要素，提出切实可行的效果提升策略。

　　在林克勤看来，第一，要改变以往单一学科条分缕析、区隔治理的传统框架。应综合运用哲学、民族学、心理学、政治学、传播学等学科的现有研究思路与方法路径，并借鉴自然科学领域的相关范式，实现知识融通与体系转换的交相辉映。第二，要深度发掘、梳理、归类、概览、总括中华文化的历史足印和现实模板，形成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和文献勾连，在此基础上再度出发、重新审视、广泛融合。第三，要注重文化的多维渗透，特别是其与经济、政治及各种社会关系进行立体互动所产生的组织形态和激发效应。第四，要注重中国学术思想的型构、内固、拉伸与播散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坚实基础。

　　（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黄亚楠）
